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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东道国视角出发，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研究发现，合作区建立

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检验、机器学习检

验、双向固定效应校正检验和内生性分析检验等诸多稳健性检验后仍有效。 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

是合作区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机制。 异质性研究表明：（１）通过考核的合作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

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２）合作区对第二、第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３）合

作区对高收入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不明显。 扩展性分析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够有效

发挥其与“一带一路”政策及区域自贸协定的联动作用。 研究结论为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平台推动全球价值

链治理体系朝着互利共赢合作的方向发展开拓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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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产品研发、制造、加工和销售等环节由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完

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１］。 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进一步推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不断发展，进而助推

全球价值链（ＧＶＣ）的持续演进。 这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了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门槛，还为其带来了关键发展条件。 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体系，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甚至导致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东升西降”的变化。 然而，当发展中

国家借助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提升工业化进程时，全球价值链的弊端也逐渐凸显。 部分发展中国家

虽然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但难以从低附加值阶段跳跃到高附加值阶段，即陷入“低端

锁定”困境［２］。 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上述弊端体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平等。 造成地

位不平等的因素大致分为两种，即因不同竞争优势或不同经济实力形成的垄断因素和制度规则。 虽

然新兴国家的崛起逐渐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但核心规则标准、市场需求仍由西方国家掌握［３］。 因此，
在西方国家控制国际经贸规则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或者低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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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也就在所难免。 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演进并没有让大部分国家都享受到国际分工的红利，反而给经

济发展转型升级带来了负面约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而境外合作区发展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４］，对
于消除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俄乌冲突和部分西方国家维护单极霸权的行径使经济全球化逆流，进而导致全球产业链断

裂。 此外，全球价值链内在的制度规则不公平问题也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 这些因素

给全球价值链的长远发展蒙上了阴影。 基于此，推进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优化刻不容缓。 而上述危

机事件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冲击也凸显了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优势。 不同于单个企业对外投资，入
驻合作区企业采用抱团“出海”的方式，在东道国建立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 境外经贸合作区

通过建立健全的生产体系，提升入驻企业对供应链、产业链的自主能力，促进企业的相互支持，保障了

彼此的生产体系和供应体系的安全。 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基于我国与沿线国家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签署国实现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这不仅促进我国实

现富余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当地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优化升级。 因此，境外

经贸合作区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否切实促进了东

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问答，本文还需进一步分析。
从实证层面的研究出发，与本文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较少。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一支文献聚焦

于价值链的分工地位问题，另一支文献聚焦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济效应问题。 为此，本文主要从这

两方面对文献研究进行梳理。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问题，国内外学者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内涵和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深度。 目前学术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方面暂无统一定义。
在宏观方面，谭人友等［５］从产业转移和全球生产再组织两方面解释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变化，该文虽然

说明了国家或者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但并没有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表征指标和

测算方法进行详细说明，难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直观理解。 在微观方面，Ｍｉｌ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Ｗｉｎｋ⁃
ｌｅｒ［６］将价值链级数的减少定义为垂直重构，其研究又将中间供应商数量的减少定义为水平重构；田文

等［７］利用中间品供应商的数量作为价值链重构的代理指标。 上述定义虽然解释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地位问题，但指标结构较为单一。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方面，黄先海和余骁［８］等运用定

量分析法论证了“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贸易变动和产业转移提升了中国 ＧＶＣ 的分工地位；王恕立和吴

楚豪［９］利用 ＷＩＯＤ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利用非等间距上游度指数论证了“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提升中

国与沿线国家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郝晓等［１０］利用动态 ＧＭＭ 方法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升中国

与沿线国家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 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对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影响，而有关境外经贸合作区对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较为缺乏，这为本文的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空间。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支文献聚焦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济效应，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 Ｌｉｔｗａｃｋ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１１］研究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资本集聚且形

成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推进东道国经济发展。 李嘉楠等［１２］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境外经

贸合作区可以显著提高中国对合作区所在国的直接投资，且该直接投资的作用显著大于自贸区协定

和双边投资协定，同时能减少民营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１３］，达到降低成本及协同互补的作用。 严兵

等［１４］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显著提升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进一步分析产品层面的数据后，验
证了合作区可以显著提升低契约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 可以发现，上述文献主要聚焦于合作区对东

道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并未关注到合作区建立对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影响。
综上可见，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文献大多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分析视角，且相关合作区文

献主要探讨其带来的贸易、投资、经济增长等效应。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关注合作区对东道国

产业体系的影响，重点考察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这不仅丰富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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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合作区的理论，还为突破现有不公平的全球价值链规则制度提供了数据支撑，更是促进境外经

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佐证。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１）在研究视

角上，本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使用现有 １０３ 家合作区数据，考察合作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影响。 这一研究视角可以较好地检验合作区是否促进了中国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 （２）在研究方法

上，本文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检验、机器学习检验、双向固定效

应校正检验和内生性分析检验等诸多稳健性检验进行分析，并通过 ＤＩＤ 有效性检验解决模型的自选

择问题。 （３）在研究内容上，通过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可能机制，构建合作区和东道国全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互动关系。 进一步地，扩展性分析验证其与“一带一路”政策和区域自贸协定的

协同推进作用。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如前文所述，现阶段的全球价值链规则标准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其大多反映发达国家的核心市

场需求和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关注不够［１５］。 规则标准制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起着重要

作用，对全球价值链组织结构的运行起着保障作用。 但是，在推动国际分工组织向前演进的同时不可

避免地带来了主导权竞争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地位不平等。 在现有全球价值链发展局限问

题的基础上，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恪守互利共赢合作这一更加符合全球

价值链制度体系完善的标准，因此有助于解决全球价值链演变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而推动价值链治理

体系向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基于遵循各国比较优势，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我国的优质产能与

东道国的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结合，形成了上下游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为东道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或者

在价值链上进一步攀升提供了机会，从而改变了其在国际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事实上，合作

区所在国在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或者向高附加值阶段跳跃时，会被价值链主导者控制的跨国公

司所阻断［１６］。 与此相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积极与东道国合作，完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

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渠道对当地企业起到示范效应。 尤其是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相关劳动

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将依次转移到东道国，在与东道国进行 ＧＶＣ 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境外经贸合作区

对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正面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境外经贸合作区有助于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平台。 合作区的开发建设促进了我国

优势和富余的产业如装备、纺织、钢铁、机械等制造业加速向东道国转移，实现国内外资源的重新配

置。 在此之前，国际间产业转移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１７］，但是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主体是中

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缺乏国际化生产和海外经营经验，更重要的是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因此面临

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实现产业转移，还可以享受合作区所

在国的优惠政策，进而加快我国的优势产业转移。 同时，企业通过横向和纵向联合“抱团出海”，带动

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标准、先进装备、服务、工程建设等全产业链输出［１８］，形成相关产业链

上下游集聚态势。 这既向东道国输出了国内优势产业和产能，又帮助合作区所在国发挥规模效应并

促进了产业升级，从而助推合作区所在国较好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

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推动产业转移进而提升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
根据本文样本数据，约 ８５％的合作区位于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如电力短缺、交通基础设施缺乏、通信网络建设落后等问题，制约其工业化进程。 而境外经贸合作区

的建设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提升了合作区所在国的基建水平。 同时，国内外

文献研究发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规模和国际分工的重要性［１９ ２０］。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现有文

献论证的作用机制反映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着重要影响。 合作区的通信、能源、
环保、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一方面完善了合作区的软硬环境，实现了区域间的互通互联，进而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２１］，最终促进东道国提升 ＧＶＣ 分工地位；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我国企业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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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技术外溢和扩散［２２］，从而促进东道国技术升级和增强创新动力，进而

提升东道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实现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链条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推动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提升其 ＧＶＣ 分工地位。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识别合作区是否提升了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政策

实施前后的影响，进而较好地考察合作区所在国的全球价值链优化效应。作为准自然实验，双重差分

模型需要设置国家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 和年份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国家虚拟变量属于处理组，对应的 ｔｒｅａｔ取
值为１，国家虚拟变量属于控制组，对应的 ｔｒｅａｔ取值为０。年份虚拟变量 ｔｉｍｅ在政策实施之后取值为１，
在政策实施之前取值为 ０。国家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为倍差项 ＤＩＤ。基于此，本文构建多

期 ＤＩＤ 模型来研究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模型如下：

ＧＶＣｃｉｔ ＝ Ɵ０ ＋ Ɵ１ＣＯＣＺｃｔ ＋ ∑
Ｔ

ｊ ＝ ２
Ɵ ｊＸｃｉｔ ＋ ηｃ ＋ μｉ ＋ ｖｔ ＋ εｃｉｔ （１）

式（１） 中，下标 ｃ表示合作区所在国，ｉ表示产业，ｔ表示年份。ＧＶＣ表示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ＣＯＣＺ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合作区建立，即倍差项 ＤＩＤ。为了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多期

ＤＩＤ 模型中加入国家（ηｃ）、行业（μｉ） 和年份（νｔ） 层面的固定效应，以控制潜在的宏观趋势冲击。Ｘ 表

示控制变量。下文将对上述变量进行详细说明。
（二） 主要变量数据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ＧＶＣｃｉｔ）度量了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现阶段，有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研究已有一定深度，其中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３］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该方法不仅可反映上游度的物理

属性，还包含具有经济属性的附加值信息，从而能够有效体现 ＧＶＣ 分工地位。 因此，本文参考该方

法，利用 ＡＤＢＭＲＩＯ 数据库中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６０ 个国家 ３５ 个行业的出口增加值分解结果，测算东道国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公式如下：

ＣＶＣｃｉｔ ＝ ｌｎ １ ＋
ＩＶｃｉｔ

Ｅｃｉｔ

æ
è
ç

ö
ø
÷－ ｌｎ １ ＋

ＦＶｃｉｔ

Ｅｃｉｔ

æ
è
ç

ö
ø
÷ （２）

其中，下标 ｃ、ｉ、ｔ分别表示国家、行业和年份。ＧＶＣ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Ｅ表示总出口额，ＩＶ表示

从出口国到进口国后再次加工并出口到第三国的国内附加值，ＦＶ 表示出口中包含的国外附加值。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ＣＯＣＺ）。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ｔｉｍｅ 是合作区建立后的国家虚拟变量，设定

ＣＯＣＺ ＝ ｔｒｅａｔ × ｔｉｍｅ。交互项系数反映了政策执行后的净效应，即合作区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提升的作用。本文选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会和中国商务部等官方资料作为界定中国是否在

境外设立合作区的标准，其中大部分合作区的设立时间、入驻企业、主导产业等详细数据均可以有效

获取。
３． 控制变量

为控制行业因素、合作区所在国随年份变化的国家影响，本文选取了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控制

变量。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行业出口规模（ｌｎｉｎｄｕｅｘ），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并删除重复计

算部分的行业出口值。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ｌｎＧＤＰ）、资本总额（ｃａｐｉｔａｌ）、劳动力

（ｌｎｌａｂｏｒ）、城镇化（ｕｒｂ）、工业化（ ｉｎｄｕｓ）、高科技出口（ｈｉｇｈｔｅｃｈ）、教育公共开支（ｅｄｕ）、产业结构高级

化（ ｉｎｄｕｓａｄｖ）、制度质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制度质量数据来自 ＷＧＩ 数据库，其余数据来自 ＷＤＩ 数据库①。

—６２—
①因篇幅有限，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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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境外合作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ＣＺ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２２ ７５０ ２２ ７５０ ２２ ７５０ ２２ ７５０
Ｒ２ ０． ０８３ ０． ４１３ ０． ４１３ ０． ４１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分析

基于前文的多期 ＤＩＤ 模型，本文对境外

经贸合作区影响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１。 其中，列
（１）仅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 ＣＯＣＺ 以及国家

固定效应，列（２）在列（１）的基础上控制了

行业固定效应，列（３）和列（４）在列（２）的基

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 其中，列
（１）至列（３）汇报的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
家 －行业”层面，列（４）汇报的稳健标准误聚

类在国家层面。 表 １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ＣＯＣＺ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显著

提升了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价值链重构产生了正面促进效应。 基准回归表明，合作区

建设对所在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 平行趋势和安慰剂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将控制组在政策干预前的结果作为处理组自身趋势的“反事实”，需对 ＤＩＤ 模型进行平行趋

势检验，动态方程如下：

ＧＶＣｉｔ ＝ α０ ＋∑
６

ｊ ＝ １
αｐｒｅ＿ｊＣＯＣＺｐｒｅ＿ｊ ＋ α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ＣＺｃｕｒｒｅｎｔ ＋∑

９

ｊ ＝ １
αｐｏｓｔ＿ｊＣＯＣＺｐｏｓｔ＿ｊ ＋∑

Ｔ

ｊ ＝ １
α１Ｘｃｉｔ ＋ ηｃ ＋ ｕｉ ＋ ｖｔ ＋ εｃｉｔ

（３）
其中，ＣＯＣＺｐｒｅ＿ｊ 表示合作区在东道国建立的前 ６ 年的情况，ＣＯＣＺｃｕｒｒｅｎｔ 表示合作区在东道国建立当

年的情况，ＣＯＣＺｐｏｓｔ＿ｊ 表示合作区在东道国建立的后 ９ 年的情况。其余变量意义与基准模型一致。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１ 展示了合作区影响东道国 ＧＶＣ 分

工地位的各期动态效应。 在合作区建立之

前，各个时点的 ９５％置信区间均包含 ０ 值，
表明中国在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时

并不是以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作为选择依

据。 在合作区建立之后，合作区估计系数

在合作区建立当年至第二年期间，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但其绝对值呈现缓慢增加的

趋势，表明合作区在推动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

地位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 从合作区建立

的第三年开始，估计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明合作区能够持续产生促进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提升的政策效应。 上述结果证

实，采用 ＤＩＤ 模型分析合作区对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影响是合适的，合作区设立的事件冲击无溢出效应且 ＧＶＣ 分工地位在合作区建立前

具有共同时间趋势，进一步保障了基准回归的有效性。
２．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小概率事件和国家异质性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借鉴曹清峰［２４］ 的研究方法，通过随机

化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将样本数据中的合作区所在国视为新控制组，保持合作区建立的时间不

变，假如在 ｔ 年有 ｎ 个国家建立合作区，那么，从 ｔ 年以及之前未建立合作区的国家中任意抽取 ｎ 个国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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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安慰剂检验

家视为新处理组，在新样本的基础上对式

（１）进行重新估计，从而完成 １ 次安慰剂检

验。 重复该过程 ５００ 次，可以得到 ５００ 个核

心解释变量 ＣＯＣＺ 的估计系数，呈现于图

２。 根据 ＣＯＣＺ 的估计系数分布可知，ＣＯＣＺ
的影响系数均值在 ０ 的附近，且 ｐ 值基本上

大于 ０. １，表明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效应并

非由不可观测因素或偶然因素造成。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尽管基准回归采用 ＤＩＤ 模型来分离合

作区设立的平均处理效应，但仍然存在可

能的自选择问题。 本文借鉴 Ｂöｃｋ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ｌｍａｋｕｎｎａｓ［２５］的逐期 ＰＳＭ 方法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 首先，采用逐年近邻１∶ ２匹配的方式，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合作区建立的倾向得分，并为其匹配倾向得分相近的控制组样本。 其次，将匹配后不同年份

的数据整合至统一框架中，合并成用于回归分析的面板数据。 具体结果见表 ２ 的列（１）。 合作区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合作区对 ＧＶＣ 分工地位提升的积极影响。
２． 机器学习

传统的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在协变量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主观偏见，而机器学习不仅可以避免这种人

为错误，还通过正则化处理优化了模型估计。 一方面，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受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

阶段、工业化进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保证基准回归的准确性，机器学习有效解决了高维控制变量

的选择问题，既避免了传统模型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又能捕捉到变量背后的真实结构。 另一方

面，如果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那么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可能造成估计量不够稳健，导致模型设定

存在偏误。 根据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６］的研究，机器学习自动拟合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排除模型设定偏

差问题。 综上，本文基于神经网络算法，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对合作区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进行

重新评估，相应结果见表 ２ 的列（２），显示本文的结论依旧稳健。
３． 双向固定效应校正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７］指出 ＤＩＤ 模型设定下的双向固定效应可能面临较早接受处理的组被较晚接受处

理的组当作控制组的情况，即从而产生有偏估计。 可能的原因是，在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过程中，如果权

重分配不当，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和偏差。 特别是在识别异质性处理效应时，这种问题可能

更加严重。 基于此，本文借鉴 Ｃａｌｌ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Ａｎｎａ［２８］提供的 ＣＳＤＩＤ 方法来解决此问题。 该方法假定

处理效应不可逆转，将一直未受政策冲击者作为控制组，估算各组平均处理效用。 表 ２ 的列（３）报告了

ＣＳＤＩＤ 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合作区估计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４． 内生性检验

合作区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反向因果问题和遗漏变量问题。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在与其

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建立的产业园区，故合作区的建立与双方的政治外交关系密切相关［２９］。 而双方

的政治外交关系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与东道国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满足工具变量要求。
此外，Ｂａｉ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３０］指出，两国政治关系良好的一个体现是投票一致性。 因此，本文选择中国与各国

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投票一致性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同时，为了排除投资、贸易

等路径对工具变量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还将合作区设立和工具变量置于同一回归模型中，以确保除

了通过合作区，工具变量不会对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产生差异性影响。
表 ２ 的列（４）展示了两阶段广义矩估计法（２ＳＧＭＭ）的估计结果。 识别不足检验（Ｋ⁃Ｐ ｒｋ ＬＭ）和

弱识别检验（Ｃ⁃Ｄ Ｗａｌｄ Ｆ）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适宜的。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具变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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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有效性，表 ２ 的列（５）同时将合作区设立和工具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控制工具变量通过投资、贸
易进而影响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渠道。 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工具变量与

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不相关，只能通过内生变量解释合作区设立对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产生了间接

影响。 综上可知，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有效推动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１。

表 ２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近邻 １∶ ２ 匹配 神经网络 ＣＳＤＩＤ 内生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ＯＣＺ
０． ０１６∗∗∗ ０． ２２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４）

Ｉ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ＩＶ（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０． １７０∗∗

（０． ０８５）

Ｋ⁃Ｐ ｒｋ ＬＭ
７． ２４

［０． ００７］

Ｃ⁃Ｄ Ｗａｌｄ Ｆ
１３． ３３
｛８． ９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 ５４５ ２４ ０１０ ２２ ５４０ １３ ８９５ １３ ８９５
Ｒ２ ０． ４７０ － － ０． ３４１ ０． ３７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机器学习和 ＣＳＤＩＤ
回归结果均未提供拟合优度。 方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花括号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在 １５％ 的水平下

的临界值。

表 ３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１）

通过考核
（２）

高收入
（３）

初级产业
（４）

制造业
（５）

服务业

ＣＯＣＺ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ＣＯＣＺ × 高 收 入
国家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２ ７５０ ２２ ７５０ １ ３００ ９ １００ １２ ３５０
Ｒ２ ０． ４１１ ０． ４１１ ０． ６６１ ０． ３１２ ０． ５３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考核异质性

考虑到合作区是否通过考

核，合作区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提

升效应可能具有差异性。 为

此，本文进一步对通过考核的

合作区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

表 ３ 的列（１）。 结果显示，对通

过考核后的合作区，其 ＧＶＣ 分

工地位提升效应更加显著。 究

其原因，通过考核的合作区促

进了东道国与国内产业优势互

补，推动国内富余产能走出去，
有效发挥合作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推动其向产业链整体规模化发展的合作区转变。 因此

通过考核的合作区具有较好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提升效应。
２． 收入异质性

本文根据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标准，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与中低收入三种类型，以考

察合作区的 ＧＶＣ 分工提升效应是否在这三种类型的国家中存在异质性，具体结果见表 ３ 的列（２）。
从中可知，合作区显著促进了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 相对于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或者中高收入国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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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平台将自身先进的技术、优质的装备与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相结合，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从而

促进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
３． 行业异质性

由于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境外合作区建立所产生的影响也显著不

同，给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带来的效应也差异明显。 为深入分析不同行业，合作区建立对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 ＡＤＢＭＲＩＯ 数据库的行业分类标准，将 ３５ 个行业分为初级产

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在多期 ＤＩＤ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３ 的列（３）至列

（５）。 从中可知，合作区建立给东道国不同行业带来的 ＧＶＣ 位置促进作用差异明显。 在制造业行业

和服务业行业，合作区建立能够显著提升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在初级行业，合作区建立对

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首先，中国的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采矿、
纺织、机械等制造业，而合作区的建立合理规划了我国的生产能力，通过形成关联产业或者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走出去” ［３１］，加速了机械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通信、金融等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能

力的转移，推动了中国与东道国相对生产能力的变化，带动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 其次，相对

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东道国在农业方面的准入投资门槛较高，且农业配套设施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合作区对初级产业的相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从而导致初级产业的 ＧＶＣ 分工效应不

明显。
（五） 机制分析

参考严兵等［１４］的研究方法，构建合作区通过影响中间机制进而提升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传导

链条：

Ｚｃｉｔ ＝ β０ ＋ β１ＣＯＣＺｃｔ ＋ ∑
Ｔ

ｊ ＝ ２
β ｊＸｃｉｔ ＋ ηｃ ＋ μｉ ＋ ｖｔ ＋ εｃｉｔ （４）

在产业转移方面，以投资、收购、承包工程等方式在市场潜力大、资源条件好、配套能力强的重点

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打造产业链并形成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态势。 本文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以中国对该国直接投资流量测度产业转移。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还以中国对该国

直接投资存量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分析。 表 ４ 的列（１）和列（２）分别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对外直接

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观察可知，合作区建设可以显著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产业转移，验证

了本文的假说 ２。 因此，推动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建设产业集聚区，巩固了我国优势

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领先地位，同时提升了东道国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
表 ４　 机制检验：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

变量

产业转移 基础设施

投资流量
（１）

投资存量
（２）

物流绩效
（３）

通电率
（４）

铁路公里数
（５）

固定宽带
（６）

ＣＯＣＺ
０． ２９０∗∗∗ ０． ２５３∗∗∗ ０． ０４９∗∗∗ １． １４８∗∗ ０． ２２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４） （０． ５１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４ ０１０ ２２ ３６５ ２４ ０１０ ２４ ０１０ ２４ ０１０ ２３ ９７５

Ｒ２ ０． ９３０ ０． ８４３ ０． ９５１ ０． ６３２ ０． ８６８ ０． ９８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分别使用物流绩效指数、通
电率占总人口的比率、铁路

总公里数、固定宽频用户

（每百人）作为基础设施建

设的代理变量。 表 ４ 的列

（３）至列（６）分别以上述四

种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观察可知，合作区建立对当

地基础设施的影响至少在

５％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

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３。
由于合作区所在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在合作区建设前期，开发企业需加强

电力通讯、排水排污、交通物流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合作区的软硬环境，这些软硬环境为入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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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装生产或者当地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五、 扩展性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协同效应

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不仅加快了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还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有着重要地位。 中国政府将境外经贸合作区定位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承接点，同时提出要“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

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上述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推动了合作区的开展，近年来，合
作区通过推动国内优势产业的相关项目在海外落地，并在依托东道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禀赋优势的

基础上，积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除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东道国签

署的区域自贸协定有助于产业分工和合作，可能在同时期促进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因此还

有必要考虑区域自贸协定的影响作用。
表 ５　 扩展性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协同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ＣＺ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ＣＯＣＺ × ｂｅｌ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ＣＯＣＺ × ｆｔａ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区域 －年份联合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２２ ７５０ ２２ ７５０ ２０ ５４５ ２０ ５４５
Ｒ２ ０． ４１１ ０． ４１０ ０． ４０５ ０． ４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首先，本部分以“一带一路”沿线园

区为例，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园区是否

更为明显地促进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

的提升。 表 ５ 的列（１）至列（２）展示了

合作区与“一带一路”政策的协同效应

检验结果。 合作区（ＣＯＣＺ） 和交互项

（ＣＯＣＺ × ｂｅｌ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
明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承接点，不仅化解了中国企业

的富余产能，还契合东道国产业发展的

诉求，推动其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
其次，本部分检验合作区与区域自贸协

定的协同效应，结果列于表 ５ 的列（３）
至列 （４）。 合作区 （ＣＯＣＺ） 和交互项

（ＣＯＣＺ × ｆｔａ）均显著为正，表明境外经

贸合作区与区域自贸协定同样具有协

同推进作用。 区域自贸协定推动中国和东道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有助于中国优势产业在东

道国的布局和发展，从而推动产业分工，强化了合作区对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合作区建立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６０ 个国家 ３５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在多期

ＤＩＤ 模型的基础上，验证了合作区建设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

发现：（１）合作区建设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在 ＤＩＤ 有效

性检验、倾向匹配估计双重差分、机器学习、双向固定效应校正和内生性分析等诸多稳健性检验后仍

保持不变。 （２）合作区建设通过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机制对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产生影

响。 （３）扩展性分析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不仅化解了国内富余

产能，还有效发挥了其与“一带一路”及区域自贸协定的协同推进作用。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１）充分发挥合作区的平台效应。 在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根据合作

区所在国的比较优势，将我国的技术、优势产能与东道国的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相结合，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对外投资模式，推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引导大型国企与民企在产业内进行协同合

作，支持率先走向海外的大型国企带动产业链配套环节的民企“走出去”，并鼓励国内传统产业集群式

向海外转移，推动合作区所在国融入全球产业链。 （２）助推“一带一路”境外合作区高质量发展。 境

外经贸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创新模式，突破了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局限，促进了共

同发展中的合作深化。 为此，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合作区的优势和功能，推动合作区产业定位与东道国

—１３—



张晨霞，陈　 默，李荣林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东道国视角

长远发展规划的互补与衔接，以形成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竞争力，并推动东道国完善产业链。 （３）
继续推动产业转移等对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作用机制，同时充分发挥合作区与“一带一路”政策及区域自

贸协定的协同推进作用。 合作区对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影响，离不开产业转移等方面的作用机制。 因此

在更高层次的合作中，积极推动中国与东道国在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采取因地制宜

的合作策略，结合合作区所在国的具体特点进行差异化合作，深耕当地市场，逐步推动产业转移，以期

促进东道国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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